新的气候论辩：是危言耸听还是令人警觉？

James S.Risbey

摘要：在某种程度上，评估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论辩被分为预警和危言耸听两种。气候学家在选择描述气候变化的关键词时会感到紧张与不安，进而产生意见分歧。气候变化被视作“灾难性的”“迅速的”“急迫的”“不可逆的”“混乱的”以及“比预想更糟糕的”，这里对支持这些说法的证据进行了评论。每个措辞（term）都是不精确和多义的，而本文的思路就是评价这些措辞的传统理解是大体上与科学相符，还是会引起歧义。研究认为这些说法与科学基本相符，并讨论了气候学家们在论辩中产生分歧的原因。有关急迫感的分歧与持续变暖引起的冰川溶化方式及速率的争论密切相关。考虑到需要的中度变暖量以及气候和能量系统的惯性，无论速率如何，可用于减少足够废气排放量以阻止冰川溶解的时间总量已非常之少。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言论，它强调问题的范围以及解决方法的范围和可行性。这种言论与已有言论明显不同，将该问题的严重性及其解决方法的难度看得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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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类驱动气候变化的证据不断增加，有关气候变化的后果及相关争论依然是公众讨论的焦点。在过去的几年中，气候变化言论的特点从本质意义上发生了转变，强调的是一种持续增加的紧迫感（Ereaut和Segnit，2006）。在科学、政府、工业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部门中都能看到这种言论转变，其严重程度广受争议。一些人认为气候团体对于这个问题的评价反映出一个真实而令人担忧的转变，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危言耸听的科学家和传播者们制造出来的夸张。这个区别很重要，它意味着严重的气候变化是即将到来，还是已成事实。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将这两种立场的一些不同点相互连贯，并试图理解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其焦点是气候科学团体的成员对于这一问题的立场。
根据纽约时报（Revkin，2007），在《难以忽视的真相》（Guggenheim，2006）等记录片中刻画的气候变化观点是危言耸听的。Revkin（2007）指出一些“稳重的气候学家们一般是隐形中立者”，却明确反对这种危言耸听的观点。如果一个沉默的“中立者”反对当代的一些气候变化描述，那我们就应该去了解并尝试理解他们与同行的差别之处。Revkin（2007）指出，“隐形中立”的位置已经“在11月的BBC网站上一篇Mike Hulme
写的评论性文章中被公开”（Hulme，2006）。因为那篇文章包含了对气候论辩转变的明确评论，它为概括和理解两种立场之间的差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媒介。无疑，Hulme不是唯一一个对这个话题畅所欲言的气候学家，很明显还有很多重要的气候学家也这么想。在英国就包括皇家气象学会（Ghosh，2007），牛津大学（Harper，2007），以及“科学认知”
组织（Raphael和Hardaker，2007）的成员，并得到德国（Cox和Vadon，2006）和美国（Broad，2007）杰出同行的回应。
Hulme（2006）认为对于气候变化的描述，气候科学家和绿色环保组织倡议活动时所用的语言正在出现分歧。Hulme宣称科学家们小心谨慎地避免正面回答的言论正在被环境公报上散布恐惧心理和危言耸听的语言所取代。绿色环保组织真如Hulme所说的脱离时代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Hulme不赞成绿色环保组织用“灾难的”一词描述气候变化，并伴随着“混乱的”“不可逆的”及“迅速的”等描述词，这都在改变大众的言论。Hulme蔑视这种言论及绿色环保组织，因为他们宣称“气候变化远比我们想象得糟糕”，并说这是“地球气候的不可逆转的改变”。他引用英国首相布莱尔的话作为危言耸听言论的例证，“我们只有10-15年的时间采取必要措施，以避免渡过一个灾难性的转折点。”Hulme还挑选了一个叫做“急速”（Rapid）的英国研究项目作为危言耸听语言的一部分。
由于这个论辩中存在很多语言分歧，我们将讨论Hulme引用的那些不适当的危言耸听且与科学不符的措辞。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我们会提出一系列气候变化现代评价的问题（由Hulme提出）：它是灾难性的吗？它很迅速吗？它很急迫吗？它是不可逆的吗？它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吗？它是混乱的吗？它是科学吗？它起了反作用吗？因为这些措辞中的每一个都有很广泛的含义及理解，所以在对其进行评价时没有必要太多过精确。相反，在每种情况中我们都会质疑：用这个措辞作为关键气候变化问题的描述是否合理，以及它是否与科学相符。我们不是寻找这些问题确切的“是/否”答案，而是承认在每种情况中都包括一个判断因子。科学可以阐述和说明这些问题，但不能决定最终的政策及性质（Risbey，2006）。因此这里的尝试并非要证明气候变化是否令人警觉，而是要评价气候变化问题的特点是否与这些观点中的某个观点一致。
本文的思路是用容易理解的语言和方法描述上述每个措辞（“灾难性的”“迅速的”“急迫的”“不可逆的”…），并依据文献简要概括它们的相关科学特征。然后我们评价该措辞是否能“恰当”描述这些特征。这里的恰当性用“一致的”“不一致的”或“模糊的”进行评价。这是一个主观的操作，并且依赖于论证的强度。我们使用这些措辞的一般理解而非专业术语，因为本文的主题是向广泛的群体推广并交流气候科学。“隐形中立”宣称对于这些措辞的一般理解与科学不一致，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主观的，因此只能用主观的措辞来评价它。
在评价上述措辞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为何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高于单纯语义学层次的重要问题。然后考虑其与气候变化的相关性，对每个措辞进行概括并评价其恰当性。文章最后对论辩分歧双方的代表进行评价，总结引起分歧的原因，并预测在更广泛的气候变化论辩中他们的立场如何。
在文章的开端，必须向读者说明的是，本文作者相信论辩的转变确实反映出该问题存在一个更加令人警觉的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科学只能用这种方式或其他人喜欢的方式进行解释（Schrader-Frechette，1984）。相反，关于气候变化只有有限的观点与科学保持一致。在这个有限的观点范围内，由于个人价值观不同会形成一些不同的个人观点，而不能武断地形成任何逾越目前科学认识界线且没有恰当可信度的任何其他观点。虽然本文仅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论述，言论中有关这些措辞的主张也可以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得到解决（Oppenheimer，2005）。
2. 它仅仅是语义吗？
科学团体对于气候变化影响的观点是危言耸听型的还是令人警觉型的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两种观点会向大众传达非常不同的信息。一些团体的成员会以科学家的说法为基础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样就可能影响大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政治团体中的一些人对科学家的观点进行夸大报道或者作为论据来推进或反对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政客们为了维持或延长现有政策，将极力推崇科学家们气候变化被夸大或含糊不清的观点。相反地，寻找科学证据的过程使问题急迫性提升，推进了相关科学家的观点。在任何复杂问题上，我们总会发现科学家们坚持其中一方面的观点，但这里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科学和传媒团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宣称，科学团体中的“隐形中立”认为这个问题正在变得更加夸张。
部分科学团体认为这个问题被夸大的消息已经在主要的非《京都议定书》
签署国的政治过程中被放大，如美国和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首相和环境部长都将气候变化的主流影响描述为“杞人忧天”“危言耸听”（Kenny，2007）。两个国家的主要报纸都重点报道了相同信息（Mitchell，2007；Broad，2007；Revkin，2007）。很难估量这样的夸张报道会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但可以合理地推测它只会减慢这些政策的实现进程。这是一些支持化石燃料的游说议员团体的公认意图，他们利用不确定的语言和危言耸听的代价来拖延政策制定（Luntz，2003；Karp，2006）。考虑到政治利益和水平，有关论辩的争论已经超过了单纯的语义学。
3. 它是灾难性的吗？
大灾难就是极大的不幸、深重的苦难或是巨大的厄运。正如Hulme（2006）指出，一个事件是不是大灾难取决于视角（是谁的？什么地方的？什么时候的大灾难?）,然而他认为气候变化的灾难性观点并非出自科学。如果该问题仍然是抽象的，那这就是可能的，但是气候变化有其真实的影响。特别是，它将导致大量物种灭绝（Thomas等，2004）以及低海拔岛国被淹没（McCarthy等，2001；Barnett和Adger，2003）。从物种损失或国家的角度来看，它确实是一场大灾难。
一些科学的言论认为，要贴上“大灾难”的标签，仅将注意力集中到所有的物种和国家上显得过于狭隘。因此我们选择从全球的角度来观察随后产生的影响。从全球的角度出发，令人担忧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格陵兰和西南极洲
冰川的消融问题。该问题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它表示海平面将大幅上升（分别约7米和5米），而这些冰川可能容易受到气温微小上升的影响（大概是全球范围内仅上升2或3℃，O’Neill和Oppenheimer，2002；Gregory等，2004；Hansen，2005）。一旦它们融化了，在少则数百年多则数千年的时间内，格陵兰7米和西南极洲5米的海平面上升将成为现实。传统的冰川模型可能认为需要几百到几千年，但是新兴的理论则指出传统模型忽视了决定性的消耗过程，它意味着消融也许在短短几百年间发生（Hansen，2005）。这种程度的海平面上升将淹没陆地、大批的国家和数千万的人类，而且会毁灭许多沿海城市。如果海平面的上升在几百年间发生，那按照任何合理定义理解该措辞，其产生的影响都将是“灾难性的”。如果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减慢到在几千年间发生，那么人类就有更多的时间去适应它，而这个措辞的使用将变得模棱两可。
4. 它很迅速吗？
要评价气候变化是否 “迅速”，我们需要对照合适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这些变化。如果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时间尺度用τcc表示，与响应相关的时间尺度用τres表示，那么当τres≥τcc时变化是迅速的。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变化的速率要比我们适应或响应的能力快，其影响将变得更大。对于一些系统如农业，像作物轮作和管理等适应性措施与温度变化速度具有典型的迅速相关性，此时变化就不是迅速的。但是，对于在几年而非几十年的时间内，大气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的地区来说，降水量的改变可能显得更加突然（举例：IOCI，2002；Timbal，2004）。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在农业适应性的时间尺度上改变也是迅速的。从水资源的角度分析，由于基础供应设施和需求管理的转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现（数十年），十年尺度的气候变化同样显得很突然。根据预测，气候变化将促使很多中纬度内陆地区的干旱情况恶化并导致降水量减少（Houghton等，2001；Solomon等，2007）。扩大的干旱灾情对一些灌溉农业来说是毁灭性的，当前澳大利亚东南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Marks，2007）。旱灾及其影响作为“迅速的”事件频繁发生，因为灾害在人类意识并作出最初响应前，都会不受限制地进行（Sadler，2000；Risbey等，2007）。同样，物种因难以适应过于迅速的温度变化，最终走上灭绝之路（Thomas等，2004）。
气候变化对于农业、水资源及物种的影响都更令人担忧。在这些情况中，似乎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气候变化与系统的特征响应时间可以很快地相关。那么在这些关键的上下文中，“迅速的”这个措辞似乎是恰当的。
5. 它很急迫吗？
这里用到的急迫一词的概念与其特有的影响相关。在最简单的情况中，如果从当前时间到影响发生的时间段与从作出决定到阻止影响发生所需的时间段相似的话，那么这个决定就是急迫的。在以惯性为特征的系统中（例如气候系统），影响可能在人类意识到之前就已经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定义急迫性的适当时间尺度就是从当前时间到影响开始发生的时间点之间的时间段，以及避免产生影响所需的行动时间。如果前一时间段越接近于后者，那这个决定就越急迫。
气候变化会产生很多不同的影响，其紧急性或多或少。可以很方便地选出一个单独的大影响，比如全球范围都在关注的，伴随着海平面上升的格陵兰冰川消融问题。我们认为若想阻止格陵兰冰川的大规模消融，需要全球变暖少于2℃（相比于工业革命前温度）。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继续追踪碳排放轨迹，使大气中碳浓度维持在一定界限下，以保证温度升高小于2℃。乍一看，格陵兰冰川消融的影响会在未来（数百年）持续发生，而改变我们的能源、建筑及运输的基础设施（撤换现有的基础设施并引进新款）和减少废气排放所需时间要远短于它——近几十年。也就是说，阻止影响发生的时间相对于到影响发生点的时间少得多，这样就不存在急迫感了。
不幸的是，该角度忽视了系统中多种惯性的来源。有效的时间尺度不是到影响发生的时间，而是到影响已发展到实际不可避免的时间。在气候系统中，从碳排放到导致变暖，以及从变暖到冰川消融的转变过程中都存在惯性。海洋的热惯性使排放物变暖效应延迟几十年（Meehl等，2005）。一旦发生变暖，基于对消融过程的假设，冰川消融引发的海平面上升将延迟到遥远的几个世纪后。在给定的任何时间点上都有一些因海洋热惯性（将当前的排放物转化为变暖）以及向非碳资源转化的能量系统的惯性（将未来不可避免的碳排放物转化为变暖）引起的变暖未被察觉。这些被忽视的变暖必须添加到当前的变暖中，以达到人类CO2已知的排放总量。海洋和能量系统的惯性表明，我们需要在观察到实际的变暖总量之前，就得到一个详细而精确的变暖总量。
与冰川消融问题相关的时间尺度在图1中用图表的形式进行了描绘。从当前时间，Tpresent，到冰川消融引起海平面上升之间的时间段被描绘为∆Timpacts。全球变暖的规模足够大并影响格陵兰冰川消融，其时间点是Tcritical，因为气候和能量系统的惯性发生变暖的临界点记为Tcommitted。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何时能到达Tcommitted点，届时有效变暖已经大到可以破坏格陵兰和西南极洲冰川的稳定性 (引发不可逆的消融)？有效总变暖达到2℃的时间长短不一，这需要考虑气候的敏感程度，气候（海洋）和能量系统中惯性的大小以及排放物轨迹线。综合考虑上述各因素的不确定性，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以概率形式表示。最新的研究指出超过2℃的升温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迅速发生，如果主要的排放物减少及能量系统和消耗的转换在近十年内没有付诸实现，那么停留在这个值之下的可能性将很小（Baer和Mastrandrea，2006；Harvey，2006；Hansen等，2007a）。相对于开始减排和真正实现向低碳能量系统转换所需的政治协调和行动的时间尺度，这个时间段并不算长。在影响（格陵兰或西南极洲消融）实际上已不可避免的发生前可用于做决定的时间现在接近于完成决策所需时间。如此，决策就是急迫的。
实际上，导致格陵兰和西南极洲冰川融化的变暖可能比2℃大。如果它远高于2℃，那么可用于减少排放的时间将变长，紧急性也随之减少。但是，古气候证据表明这个值不会大很多（Hansen等，2007a，b），因而上述时间尺度的估计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总之，虽然由格陵兰冰川消融引起的大范围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在近几个甚至很多个世纪内也许不会发生，但是我们被这些影响锁定的时间点几乎已经接近了。
  
图1 概要图（不按比例）标明了产生变暖并使格陵兰和/或西南极洲冰川消融的关键时间。Tpresent代表当前时间；能量系统有效地产生足够消融冰川的变暖的时间点，Tcommitted；全球变暖的规模大到可以使冰川消融的时间点，Tcritical；以及冰川经历过大规模消融后产生足够引起海平面上升的影响的时间，Timpacts。时间点Tcommitted和Tcritical用矩形表示，表明他们何时发生是不确定的。时间点Timpacts用矩形表示，表明大规模消融影响出现时间的不确定性，并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将扩大的事实。

6. 它是不可逆的吗？
该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所观察的现象及其时间尺度，而其显著特征是变暖和海平面上升。全球尺度的变暖将持续几千年，并取决于CO2的最终排放量以及对于碳循环的假设（Kasting，1998）。变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将持续更长的时间（Houghton等，2001）。与科学家计划和设想事件开始的正常时间尺度相比，这个时间尺度实际上是不可逆的。
再一次将焦点放在格陵兰和西南极洲冰川，对于适度变暖，融化的过程是可逆的，而一旦变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它就不可逆了（Gregory等，2004）。虽然这种情况准确的出现时间仍存在争论，但根据地球历史上变暖加强时期冰川的响应情况来看，那个点几乎已经确定会在21世纪预估变暖范围内出现了（Hansen等，2007a）。格陵兰冰川一旦开始消融，在几千年间它将不再重新形成（Gregory等，2004）。因此，指出格陵兰冰川，海平面和气候系统潜在的不可逆改变就显得重要而恰当。同样地，“转折点”的概念与以下观点相当一致，即当有效变暖达到一个特定的水平时，格陵兰和西南极洲的冰川可能会被锁定而碎裂瓦解。
7. 它比我们预想的糟糕吗？
气候变化是否比“我们”（即气候团体）预想的糟完全取决于我们衡量的是什么以及我们预想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量是气候敏感性的值，它表示当CO2的浓度加倍时温度的升高量。这个值的最普遍估计已经在可论证的一个世纪里保持稳定，因为对阿雷尼厄斯方程的理解几乎没有改变（Handel和Risbey，1992）。虽然这个值保持稳定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van der Sluijs等，1998），但使用气候敏感性衡量的问题，结果并没有比我们预想的糟糕。当然，近期的研究将焦点集中在这个量的不确定性上，而且有人指出其上界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高（Andronova和Schlesinger，2001；Piani等，2005；Torn和Harte，2006）。另外一些人指出可根据古气候对上限的记录进行约束，虽然对于远古时代的研究也提供了可能的高气候敏感度的证据。
气候变化问题的另一个关键的衡量值，是由变暖和海平面上升速率所表明的气候系统变化速度。温度的上升与模型的预测和期望值基本一致，但是朝着IPCC
预估的上限发展（Rahmstorf等，2007）。海平面上升趋势更加引人注意。上升值已达到计划范围的最高值，因此它比我们（IPCC）预测的更加糟糕（更高）（Overpeck等，2006；Rahmstorf等2007）。
海平面上升速率的观测值比期望值糟糕，那计划中海平面上升速率的情况如何呢？为解决该问题，考虑到计划迟早会过时，我们需要重新观察冰川融化。格陵兰和西南极洲冰川的潜在消融速度已随时间推移加快（Zwally等，2002；Alley等，2005；Hansen，2005；Overpeck等，2006；Hansen等，2007a）。传统的冰川模型“一般都没有将冰川瓦解过程中各种重要的物理现象进行整合，例如由内陆冰川裂隙和冰川锅穴的河道径流形成的冰流，海洋变暖导致的冰架漂移，因海岸冰逐渐减少导致的内陆面积动态增加”（Hansen等，2007a）。由于人类目前更多地关注这些过程，而且古气候记录增加了人们对海平面改变和冰川的了解，因此对于冰川融化的时间尺度可能远小于预想的担忧已然增多（Alley等，2005）。
最近很多观察值证实了人类的担忧：动力过程可以使冰川崩解的速度远超过单纯的表面融化）。Luthcke等（2006）展示了结果，说明冰川加速和格陵兰冰川消融的相关损耗过程现已超过内陆降雪量的增加量。但出现在早期变暖过程中却是意料之外的（Alley，2005）。与其类似，有关过去变暖时期海平面上升的古研究表明一些变化的速度比现在的预测更加迅速（Overpeck等，2006）。最后，基于经验主义海平面/温度关系的海平面上升预测也表明21世纪的上升速率远快于IPCC的估计（Rahmstorf，2007）。
气候变化问题的另外一个关键指标是碳排放及CO2浓度增加速率。这些变量表明了我们对气候系统施压的速率。同样，最新的结论显示这个问题可能比之前预想的还要糟糕。UNESCO-SCOPE
（2006）报告指出近几年碳排放的增长速率已经超过了每年2.5%，而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值仅不到每年1%。当前的碳排放量已经达到或正在超过IPCC在2001年的报告中提出的最高排放量（Nakicenovic等，2000）。同样地，CO2浓度上升的速率现已超过2ppm/年，“比先前有明显增长”（UNESCO-SCOPE，2006；Raupach等，2007），虽然它仅仅是刚超过IPCC计划的范围（Rahmstorf等，2007）。UNESCO-SCOPE（2006）指出“当前排放量的增长速率远超过维持稳定所需的450或650ppm”。减排工作的缓慢展开以及系统的惯性使得CO2的排放目标变得遥不可及（Baer和Mastrandrea，2006）。
由于气候变暖的发生，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可能增加。有些人一直认为变暖可能是海洋沉淀物和一些高纬度内陆地区的甲烷水合物释放甲烷（和二氧化碳）（Schmidt和Shindell，2003）。虽然与时机相关的气候驱动和过程产生的水合物真实释放量还非常不确定，但该值可能会很大。最近的研究显示水合沉积物的位置很可能比海洋沉积物浅，并且浅于之前的预想，这就增加了预想之外的潜在不稳定性（Witze，2006）。
虽然气候变化“比我们预想的糟糕”的观点总是很复杂，但考虑到海平面上升的测量值以及海平面改变的计划速率这一重要的指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个问题确实比我们预想的“糟糕”。另外，近期碳排放的增长速率也比预期值高。综合来说，这个问题比我们前几年预想的更加糟糕并不是夸大的说法。
8. 它是混乱的吗？
在惯用术语中，“混乱”一词表明管理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则和规范引起了混淆和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的影响会严重到引发这种混乱和不确定吗？海平面上升的预测值在未来的几个世纪或多或少会更加严峻，这取决于气候的敏感性，碳的排放量，以及格陵兰和西南极洲冰川的响应。如果该上升值位于预测值最低最慢的边界上（几毫米每年（一米/一百年的小部分）——IPCC在2001年的预测值），那我们将会有充足的时间去适应各种影响。但海平面的变化可能会非常迅速以至于达到预测的最高值（Hansen，2007a）。
古气候记录显示在地球的历史长河中，间冰期曾发生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并驱动海平面迅速上升。Overpeck等（2006）指出最近一次冰川消退（约10,000年前）的速率是1米/世纪，更早的间冰期（约120,000年前）大约是2米/世纪，Weaver等（2003）指出上一次间冰期多世纪冰川融水的波动速率是5米/世纪。这些经验性的速率均比IPCC预测得快。上述数值获取时期大陆冰川量更大且气候驱动较小，因而会出现过评价或低估。这些间冰期温度略比现在温度高（Hansen等，2007a）。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将最终导致数以千计人类的居住地被淹没。居住地的淹没和人类的重新定居可能会有秩序的进行（Byravan和Rajan，2006），但难民迁徙记录表明有秩序是不现实的。
实际上，即使海平面上升基本稳定，最坏的影响通常会在不经意间突然发生。随之而来的灾难可能在当地制造震惊、混乱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Homer-Dixon，1994）。沿海地区的居民是否应该在风暴潮退去后返回他们的土地呢？他们这么做会得到国家的支持吗？在任何条件下他们都要返回去吗？他们会移居到相邻地区或国家吗？他们拥有怎样的法律地位？大规模移民到达一个地区，将会对该地资源和文化产生怎样影响？国家会为移民提供最低健康保障吗？这些问题就说明了大规模移民的突然出现可能以何种方式制造混乱和不确定性。更进一步，气候变化引发的土地变化通常发生在那些因环境和社会贫乏、退化而导致现有支持系统已充满压力的地区，这样就加剧了影响的后果。
我们并不确定海平面是否会按照上述速率迅速上升，但相关论据可以很好地证明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当前上升速率超过预期及过去冰川瓦解时的最高上升速率记录）。这样来看，虽然海平面上升速率的不确定性使“混乱”一词显得有些夸张，但认为它是气候变化的一个特征似乎是合理的。
9. 它是科学吗？
Hulme（2006）指出“灾难的语言并不是科学的语言”，并“声明气候变化将成为“灾难”隐含了一系列的价值负载假设，而这些假设并非来源于经验或理论科学”。然而他认为与这个言论相关的措辞：“灾难性的”“迅速的”“急迫的”“不可逆的”“比我们预想的糟糕”以及“混乱的”，它们似乎是对气候变暖现象及其主要影响相互一致并合理的描述。经验和理论科学并没有这些描绘气候变化的措辞。无论采用何种标准，结合“气候变化”对科学数据库的研究都会为这些措辞产生数以千计的“点击数”。当然，该方法度量尺度相对粗糙，但这表明已有很多科学言论精于用上述措辞对气候变化进行描述。现代气候学中，第一篇描述西南极洲冰川融化“灾难性威胁”的文章已出现上述措辞（Mercer，1978），并延用到当代的评价中，如“灾难性的”“非线性气候响应”类型（Mitchell等，2006）。
如果科学团体不会用例如“灾难性的”“迅速的”“急迫的”“不可逆的”及“比想象的糟糕”来形容重大现象的影响，那么我们将不能准确传达威胁的程度、速度及紧急性，威胁能否及何时会减轻。科学交流缺乏上述描述问题特征的措辞后可能会拥有更少的价值负载，但是它可能会在判断是否构成威胁时无法传达基本信息。在科学家中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仅将影响描述得很严重时（“灾难性的”“迅速的”“不可逆的”），才认为其具有较高的价值负载，对于温和影响则不会。例如科学家们将影响描述为“温和的”，因其价值负载较低，很少会有人抱怨。在使用“价值负载”时的不对称是科学谨慎的一种形式（Hansen，2007），并且在面对真实威胁时削弱了与大众的科学交流。
诚然，问题不是气候团体能否使用上述措辞，而是他们是否根据我们对科学、自然及影响背景的理解作出合理描绘。在确切决定选用哪个措辞时必然会有一点点判断力，但不会实现 “不科学的”措辞。如果出现使用的情况，那么为了统一性，描绘温和影响的措辞也必须被描述为“不科学的”，并且没有交流的余地。
10. 它起了反作用吗？
在一些情况中，用精确的措辞描述威胁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Hulme指责当代的气候言论语言，“害怕而且恐怖”，“是对有效沟通或行为改变诱因的弱化媒介”。他指出在公众健康领域，害怕是行为改变的一种不好的促进因素。对于某一点来说这完全正确。害怕本身就是引发改变的糟糕因素。如果人们在害怕时又被告诫，却没有其他可替代方法，那他们将不会有回应。关键在于是否有其他可选活动路线，既使人们更易理解，又能成为减轻威胁的有效途径（Moser和Dilling，2007）。相对于仅了解部分信息并拥有有限角色和责任，当人们掌握充足而公开的威胁信息，并参与到界定和对其作出反应的过程时，他们会更加投入其中（Jasanoff和Wynne，1998）。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威胁本身，而是要确定它是否通过可信可靠的途径进行传递，并且伴随着可信的、高效的以及公平的纠正方法。
在气候变化的事件中，有很多实用可行的方法有助于人类、机构、工业及国家减轻威胁。许多绿色环保组织对此了解很多，并且已经在地方和国家水平上为工作和生活提供了积极的“温室”替换物（澳大利亚温室办公室，2007）。近几十年，很多人致力于将该信息传播到公共领域，并提升能量路径和系统的可持续性（Gough和Shackley，2001）。他们采用了以下方法，即我们需要很诚实地估计威胁并采用合适的方法去减少它。虽然总有人夸大（或轻视）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讨论的措辞不适合形容威胁的科学衡量。假若诚实地估计问题，解决方法将面临艰难的选择和挑战，但仍有一些人能够并已用一种可信、公平及有效的方法来推进它的实现。
11. 什么人和事物引起了论辩？
这一部分我们讨论在气候言论中两种不同看法的代表分别是谁，以及什么划分了论辩。根据Hulme（2006）的看法，言论的分歧存在于合理的科学和危言耸听之间，气候科学家和绿色环保的“气候担忧者”分别代表一方。环保“担忧者”的特征是想方设法“放大气候变化的危险性”，以影响气候政策。如果那些人宣扬新言论的措辞（“灾难性的”“迅速的”“不可逆的”“急迫的”“比预想的糟糕”“混乱的”）是从科学出发的，那这种划分将是有意义的。这项审查表明这些措辞与科学广泛一致。但是，很明显与一些名声显赫的气候学家（Revkin’s，2007“隐形中立”）并不认同这些措辞与科学是一致的。由此可以看出至少部分分歧是存在于气候学家们中间的。
由于气候学家们对于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有着多种多样的观点，很自然的有些包含上述措辞而有些不包含。进行相关研究的气候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真实性有着广泛的争论（Oreskes，2004），但是在任何群体抽样中普遍存在的不均匀性导致了重点和方向的不同。这种不均匀性是言论中分歧的基础，但是并没有对其进行解释说明。为了解释这种分歧，我们质疑这项研究的实现方法是否存在结构性因素，或例证特征，导致一些人坚持一种立场，而另外一些人坚持其他立场。
可能造成分歧的一个结构性原因是几乎没有气候学家针对整个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研究工作。为了认识到当前危境的急迫性，人们必须从头开始完整地研究这个问题。这就需要理解气候对温室强迫作用的响应，冰川动力系统对变暖及过去气候变化的响应，能量系统的技术和社会本质及其对政治、经济势力和工具的响应，碳循环及其对未来能量排放情况的响应。有很多人在进行将各个部分组合到一起的研究，但大多数气候学家仅研究其中的一个子领域。这并不是对气候学家的批评。如果每个人都研究整个问题，那么每个子领域就可能不会有这么多进展。不管怎样，这就是团体中分工分歧的一个特征，而且这种分歧可能通过聚焦的方法，阻止一些人认识到该问题相关时间尺度间的相互作用并由此产生急迫感。
学派间出现分歧的原因更难辨别，但似乎存在几个与该问题特别相关的不同因素。第一个就是由Kuhn（1996）提出的冰川溶解新老学派间的经典分歧。在IPCC撰写他们2001年的报告时（Church等，2001），普遍的期望是冰川溶解将在千年的时间尺度上发生（老派）。这个观点目前正遇到Hansen（2005），Overpeck等人（2006）提出观点的挑战，另外，其他人认为作为对持续温室效应驱使的回应，格陵兰和西南极洲冰川消融的适当时间尺度可能仅仅是几个世纪。不同的冰川消融学说意指了不同程度的急迫性，这种区分就基本可以解释气候学家间的分歧。
学派间的分歧很少能达到一致，然而对于某种学派的支持力度会随着时间发生转变（Kuhn，1996）。对于任何新理论都质疑是有益的（Lakatos，1977），因此我们希望IPCC在接受冰川迅速消融学说的影响时能相对地慢一些。IPCC是一个权威机构，正因如此，它在采纳任何新的或改进的理论时自然都很谨慎（Hansen，2007）。IPCC作为一个机构的权威性和规模意味着它在“消化”科学时拥有自己的时间常数，它可能跨越一到两个出版周期（5年一周期）。另外，IPCC是一个典型的“专家”权威。专家对自己针对变化的预言和推测表现得过分自信。正因为他们过分自信，不论问题是实验室科学（Henrion和Fischhoff，1986）还是能量预测（Keepin，1986）不确定性通常会被轻视。2001年IPCC报告轻视了关键气候变量中与趋势相关的不确定性：时间，海平面（Rahmstorf等，2007）以及碳排放物（UNESCO-SCOPE，2006）。“真实”结果比过分自信的估计或多或少显得更加极端，但轻视不确定性的趋势却可以阻止极端情况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性很可能使海平面上升的速率远超过IPCC的估计，而不确定性本身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根据IPCC仅基于表面融化速率的预测（Church等，2001；Solomon等，2007），不确定的动力过程只能加快海平面上升的速度。
第二个学术观点关于人们趋向于保守看待气候变化问题的时间间隔。通过三个重要的系列报告（Houghton等，1990；Houghton等，1996；Houghton等，2001），IPCC趋向于将与时间间隔相关的气候变化问题限制到2100年。大部分IPCC的预测和分析都推进到2100年，随后停止。这种做法无意间提出了“2100主义”学派，规定其他研究都采用相同的时间框架，其间期望也将塑造气候影响观点。例如Hulme（2006）引用IPCC截止到2100年的变暖预期来描述温室效应问题。
IPCC选择将他们的大部分分析限制到2100年的原因似乎足够明显。首先，2100年之后，气候模型模拟的变暖对于标准排放方案来说（Nakicenovic等，2000）开始变得很大——是现代气候变动范围的数倍的标准差（Hansen等，2007a）。改变程度很大，致使一个不同的气候系统由此形成，但模型主要应用于研究当前气候状态的小变化（正如“调整”过程暗示的那样）。其次，将时间尺度限定到2100便于分析，而且是能把关键影响和人类规划的时间尺度都考虑在内的时间范围。将“2100主义”与传统冰川消融观点相结合来看，重大的消融和海平面上升是千年后的事，对接下来几十年所做的决定几乎没有影响。
实际上，变暖和海平面上升将一直持续到2100年以后。而且甚至是2100年的变暖也仅仅是暂时的，而且不包含那一点上确定但不易发现的变暖。说到底，“2100主义”最大的缺点就是它模糊了2100之后的变化与现阶段政策之间的联系。如果格陵兰和西南极洲冰川因为温度仅仅上升几度而出现大规模消融的倾向，那么为了保持温度增长低于那个水平，大气中碳能增加的份额就相对很小了。这个份额将少于100ppmCO2浓度的等价物（Hansen等，2007a）。为了使这个量正确合理，Archer（2006）指出我们需要保证人为的碳排放总量低于570G吨，并且已经释放了约300G吨。因为能量系统的惯性，如果不超过剩余碳份额，那么碳减少、效率的改进以及对碳集约型能量基础结构的转变，都需要从近期开始。这样，当前的行动是长期影响的决定性因素。
虽然这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但它与“2100主义”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2100主义”趋向于含蓄地假设变化将变慢，“呈线形的”，而且高效可逆。当然，这并不是说IPCC推崇以下观点，即气候变化是缓慢的、呈线形的而且2100年之后的影响与近期的能量基础决定无关。相反的，对于这个问题IPCC采纳了一个大致到2100年的框架，反而没有直接注意以更加严肃的方式表现问题的议题和分析。
“2100主义”没有将当前的排放量和当前的排放政策与遥远的影响联系起来，但有另外一系列学派明确地致力于此。被我们称作“微小效应”的争论，存在多种形式，但至少要追溯到Schlesinger和Jiang（1991）。他们指出，立即减少碳排放会使导致全球温度或海平面上升发生微小变化的时间稍有延迟。Pielke（2006）提出了这种争论的一种变型，他指出较小百分比的全球排放量减少将不会导致海平面上升出现可察觉的全球性结果。虽然这些言论或多或少是真实的（因为一般来说，大量减少才会起重要作用），但他们同时也造成了误导性影响（或者至少是宣称者夸大了内容），即没有必要进行小规模的减排或从现在就开始减排。
也许你曾经听到过这种逻辑，但它已经开始失效，因为我们正在接近这样一个点，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了避免冰川消融，我们仅能排放有限的碳，且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改变能量系统以避免大量的碳排放。如果改变能量系统所需的时间仅是短短几十年，那我们就不能再坐以待毙，要尽快开始减排。一点延期都有可能左右是否会达到发生不可逆冰川融化的上升温度。而且，能量系统的任何重大转变都必需由大量多样的措施组成，任何单个措施本身对于碳排放来说都很微小。如果我们因为它们中任意一个的净影响很微小而不做出改变，那么将变暖限制到不威胁冰川溶解的水平会变得遥遥无期。“微小效应”的逻辑是自相矛盾的，而且由于遥远的影响不能与当前行为挂钩，它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缺陷。
12. 讨论 

当代公共气候论辩包含了很多不同观点（threads），代表了对这个问题严重性的不同认识。Ereaut和Segnit（2006）在英国挑选出三个观点，他们将这些观点称作“危言耸听”，“置之不理”，“微小作用”（small actions）。他们认为“危言耸听”的特征是认为气候变化巨大且超出我们的控制。“置之不理”认为气候变化根本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不重视科学，并把政策响应看作经济负担。“微小作用”言论认为操作简单的小规模改变在解决问题时很有效。Ereaut和Segnit（2006）质疑所有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功效，因为它们每一个均以自己的方式培养出了惰性（inaction）（分别通过害怕，忽视，或平凡化问题）。Hulme（2006）和其他人近期的文章都指向Ereaut和Segnit的“危言耸听”论断（strand）。这些文章虽然很重要，但是并没有将危言耸听和令人警觉这两种论辩区分开来，而且与Ereaut和Segnit（2006）一样，把所有以严重措辞描述气候变化影响的说法都看作是危言耸听的。
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观点能被合理地看作是令人警觉的，而非危言耸听的争论一直存在，因此我们看到了在论辩中寻找第四种观点的需要。第四种观点的出现可以在以下各位的文章中看到，例如Hansen（2005），Baer和Mastrandrea（2006），Hansen（2006），Harvey（2006,2007），Bierbaum等（2007），Hansen等（2007a，b），以及Monbiot（2007）。第四个观点认为如果再不尽快采取行动，气候变化就会变得令人警觉。按照这种观点，气候变化赫然耸现，但仍然有时间采取行动以避免出现更大变化。然而避免改变所需的大规模碳减排需要广泛的、或小或大的回应。这需要对我们生产和使用能源的方式进行根本性地重建。在这个问题上，这种言论与“危言耸听”观点的区别就在于它没有把问题看作已无法控制或不可避免，而它与“小动作”的区别在于它要求回应一定是广泛的。这种言论承认了大规模气候变化的可能性，并提出了阻止其发生的方法。这个言论是“令人警觉的”，因为它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警告，希望使大众意识到改变过程的必要性。
13. 结论
近年来，气候论辩反映出对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的评估。一些气候学家（“令人警觉的”一方）认为转变与科学团体对问题本质的认识是一致的，而另外一些（“危言耸听的”一方）则认为这个转变是夸张的并且与科学不符。对于新论辩语言的评论聚焦于一位言论评论家所选的措辞，并发现用于描述科学的词语具有可论证的合理性并与科学相符。也就是说，“令人警觉的”观点是与科学相符的。然而分歧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分歧出现于气候学家中间。
对于这个问题的急迫性，气候学家分为两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急迫性与变暖可能导致格陵兰和西南极洲冰川溶解有关，这意味着大规模的海平面上升。观点在此发生分歧，即上述情况会是一个跨越数千年的较慢过程，还是一个仅跨越百年的快速过程。由于有很多与冰川融化相关的动力还没有被整合到模型中，还不能很好地确定快速溶解的时间尺度，但肯定会比IPCC的估计要快。
不考虑与冰川溶解相关时间尺度观点的正确性，导致格陵兰和西南极洲冰川发生不可逆溶解所需的变暖，仅仅比工业革命前的全球温度水平高几度。因为气候和能量系统的惯性，我们正在迅速地接近这样一个点，即我们的能量-工业系统达到变暖的关键水平。同样，这里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不确定性，虽然几乎还没有针对这个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但已经可以推知，若想避免面临决定性的变暖，可用于减排的时间也许只剩短短十年或二十年。
总的来说，从对科学和警觉言论的审视中涌现出来的观点表明一种新型“令人警觉的”言论已出现。这种言论的突出特征如下：
· 在当前能量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交通运输模式下，CO2浓度很快就可以达到特定值，从而引起比工业革命前温度水平高出几度的变暖。
· 上述水平的变暖有可能带来严重的气候影响，特别是那些与冰川消融和海平面上升相关的影响。
· 将CO2浓度稳定在低于或接近特定水平是很可能的。
· 这并不需要彻底采用新技术，可依靠现有的技术实现，但确实要求目前生产和使用能源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改变。
· 由于能量系统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惯性，向更加高效的能量基础设施的转变以及逐渐停止使用碳资源的行动要足够快才能满足稳定CO2浓度的需要。
“令人警觉的”言论对于问题及其解决方法都进行了周全的考虑。由于气候学家对于在气候言论中反映何种程度的急迫性产生了分歧，所以赌注是很大的。攻击信使（messengers）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需要培养一种对威胁的好感，使我们能在有限的可用时间内选择一个确定方向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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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宫鹏；翻译：徐玥；校阅：宫鹏、林光辉；辅助校阅：王晓昳、梁菲菲。


� Mike Hulme：迈克·胡尔姆 东英吉利大学气候变化教授.


�“科学认知”组织：Sense about science,http://www.senseaboutscience.org.uk/index.php.


� 《京都议定书》（英文：Kyoto Protocol，又译《京都协议书》、《京都条约》；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的补充条款。是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的。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


� 西南极洲：南极洲两个主要区域之一，位于横贯南极山脉以西的太平洋一侧，包括玛丽·伯德地、埃尔斯沃思地和南极半岛等。它全部位于西半球。指南极洲在西经50°-160°之间的地区，与东南极洲以毛德山脉为界。面积与高度均比较小，大陆冰的体积与厚度也小，年降水量比东南极洲稍多。


�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on Climate Change，IPCC)是世界气象组织(WMO)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88年联合建立的政府间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对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的现状，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潜在影响以及如何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可能对策进行评估。


� UNESCO-SCOPE：国际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





